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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鏈球菌在短短一個月內瞬間奪取兩名幼

童的性命。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的數據顯示，截

至目前為止，今年因感染肺炎鏈球菌而死亡的

兒童及青少年人數為五年來最高。肺炎鏈球菌

的威脅來勢洶洶，引起全城關注。一眾家長對

年幼子女的健康安危更顯得焦慮萬分。家長的

反應顯示肺炎鏈球菌的威脅已引起社會恐慌。

家長們紛紛攜帶子女到診所和醫院補打 13 價

疫苗，有兒科醫生指出預約人數較過往增加數

倍。部份診所疫苗數量出現短缺，導致一些家

長疲於奔命，四處搜尋疫苗。有見及此，衛生

防護中心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與肺炎球

菌疫苗接種工作小組提早召開聯合會議。經過

五小時專家科學論證後，科學委員會與工作小

組認為無需全面為已接種 7 價和 10 價疫苗幼

童補種 13 價疫苗。可是，政府不但未有採納

專家委員會的建議，相反，政府決定資助未 

曾接種 13 價疫苗的 2 至 5 歲幼童到私家診 

所接種，經過推算，當中涉及十四萬幼童和

一億五千萬公帑。

政府資助計劃消息公佈後，即時受到醫學

會會長和立法會議員批評，指政府決定與科學

委員會的建議背道而馳，更質疑政府的決定是

基於政治考慮，以政治壓倒科學，偏離以實證

為本（Evidence-based）和理性決策準則。同

時，有報章評論提出深層次的衛生政策制定機

制的疑問：今次政府以行政決定去推翻專家建

議會否破壞原有政策制定程序？倘若今後在重

大的衛生議題上再遇上民情與專家建議相反

時，政府又如何應對？本文的目的是藉着今次

事件從風險傳播（Risk  Commun ica t ion） 

的角度分析為何公眾風險感知（Publ ic Risk 

P e r c e p t i o n ）與專家風險評估（ R i s k 

Assessment）出現矛盾，並且探討如何優化目

前制定衛生防控政策的機制。

專家風險評估與公眾風險感知的
落差

專家風險評估在擬定風險管理措施和制定

公共衛生政策中擔當重要的角色。可是，風險

傳播研究發現專家評估風險的大小與公眾對風

險大小的認知出現明顯落差。這兩者之間的落

差普遍地出現於各種不同類型的風險。包括健

康相關的風險（例如：預防疫苗、吸煙、酗

酒），新興科技相關風險（例如：納米技術、

生物科技、基因工程）和環境相關風險（例

如：有毒廢料的棄置和處理、殺蟲劑污染對生

態和食物鏈的危害）。以今次肺炎鏈球菌的事

件為例，公眾對肺炎鏈球菌威脅的判斷明顯較

專家們的評估為大。

風險傳播研究為了解專家與公眾風險判斷

的差異成因提供一些見解。從風險傳播角度，

導致兩者之間分歧大致有以下原因：

一、專家與公眾理解何謂風險有不同考慮因

素。專家進行風險評估時，主要以數據做量化

估算。通過計算風險發生的機會率和風險後果

的嚴重程度判斷風險大與小。相反，公眾理解

風險主要是通過從個人認知和情感兩方面的主

觀判斷。研究風險的心理學文獻指出人們在判

斷風險的時候會考慮一系列質性的因素。這些

質性因素包括對該風險的恐懼感、熟悉與否及

現今科學對該風險的認識程度。另外，人們亦

會考慮該風險是否具有產生災難的可能性、是

否產生即時的後果、是否新出現的及是否能夠

觀察得到。除此以外，人們還關注該風險的後

果是否能夠預防和是否自願接受。最後，人們

會考慮承擔該風險的後果和責任在社會上是否

公平處理和分擔。簡而言之，這一籃子的質性

因素可歸納為兩大方面。一方面為令人恐懼的

風險，這類型的風險通常具備以下特質：難以

控制的、能造成災難的、新出現的、致命的、

影響全球性的、恐懼感大的、威脅不容易降低

的和風險承擔非公平處理或分擔等等。一些令

人感到非常恐懼的風險例子包括：核電反應

堆、放射性廢料和基因科技。另外比較少令人

感到恐懼的是那些較為人熟悉的風險，例如：

咖啡因、阿士匹靈等等。另一方面是未被認識

的風險（unknown risk），這類型風險具備的特

質有不容易觀察得到的、現今科學認識甚少

的、新出現的和風險後果延遲發生的。未被認

識的風險例子有基因科技，而已被認識的風險

有交通意外、酒精中毒等等。

以今次事件為例，香港的市民大眾，尤其

科學與公眾 :從肺炎鏈球菌事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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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育有 5歲以下的家長，比較相信肺炎鏈球菌

是令人恐懼的健康風險。基於恐懼感和缺乏認

識兩方面，家長紛紛攜同子女補打13價疫苗。

由此看來，公眾的風險反應並非完全不理

性，過於感情用事，或毫無事實根據。公眾對

風險的判斷除了感染率和死亡率等數據外，更

着眼於上文所述的風險質性特徵。在風險事故

發生後出現所謂盲搶潮往往是欠缺及時和正確

訊息所致。

二、專家與公眾在制定衛生防控措施的準則不

同。正如上文所述，專家在提供制定防控措施

建議時主要考慮因素是風險發生的機會率。但

是，公眾則認為防控及保護措施的制定應該以

風險結果為首要考慮。亦即是說，從公眾的角

度而言，即使風險發生的機會率很小，但是風

險後果很嚴重的話，政府亦應該制定防控措

施，降低風險，保障市民安全。

三 、 專 家 與 公 眾 對 風 險 中 不 確 定 性

（Uncertainty）的理解不同。不確定性在風險

評估中是必然存在，因為風險評估只是機會率

的推算，其準確度要視乎數據的質與量。而推

算的過程當中專家亦需要設下一些假定令某些

因素不變以便做出推算。但是，從公眾的角

度，他們對不確定性的概念在風險推算過程意

識薄弱，而且風險心理學研究顯示人們具有喜

歡確定事物（Certainty）的心理傾向，即使所

謂的確定事物是假象而已。因此，公眾紛紛將

專家們一些不明確的答覆歸咎於專家們是否有

足夠風險評估能力的問題之上，甚至對專家的

建議產生不信任。

在肺炎鏈球菌的事件中，由於數據不足，

專家工作小組雖然指出無證據顯示注射7價及

10 價疫苗比沒有接種疫苗風險更高，但同時

又不能確認 13 價疫苗較安全。加上，專家小

組與製造疫苗藥廠對 13 價疫苗的保護期的數

據也有不同解讀。專家小組認為按本地數據推

算，13 價疫苗的有效期只有六至十二個月的

時間，但是藥廠則認為 13 價疫苗在本港使用

只有三年時間，需要較長時間觀察，才能作出

結論。因此，公眾和家長聽完專家小組的建議

後更加覺得模棱兩可，究竟是否應該補打 13

價疫苗沒有明確指引。故此，家長們覺得信息

不清，愈聽愈混亂。

公眾風險感知在制定衛生防控政
策的角色

專家風險評估與公眾風險感知落差令制定

衛生防控政策面對兩難的局面。正如今次肺炎

鏈球菌事件，一方面專家小組的無須補打 13

價疫苗建議有統計數字和科學方法預測為根

據，不能不尊重專家的意見。另一方面，肺炎

鏈球菌的威脅已經普遍令家長產生恐懼和焦

慮。現時本港的衛生防控政策制定機制單純將

量化的科學風險評估作為政策制定的基礎不足

以應付現今公共衛生的問題和危機。現有單純

基於科學數據的機制已不能夠有效處理今次家

長四出「撲打針」的恐慌情況。而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作出「不建議打針但又提供資

助」的矛盾決定正正反映現時政策制定機制的

缺陷。高永文局長在回答立法會議員的質詢時

表示不排除將來再有類似行政決定。若然將來

再遇到專家與公眾風險判斷差異而一次又一次

以行政決定推翻專家科學建議，這樣會讓人感

到專家小組的制度形同虛設，對制定政策機制

造成的衝擊會很大，令制度失去公信力，公眾

對制度失去信心。風險研究指出公眾與政府之

間的信任是風險管理的基石，若然行政決定這

種平衡科學與社會因素的決策方式可能造成更

大的損害。

要解決因為專家風險評估和公眾感知落差

而導致政策制定的難題必須從改善制定政策的

機制入手。衛生防控政策和保護措施的對象是

市民大眾，因此，社會對風險反應不容忽視。

食物及衛生局應該在現有專家工作小組的科學

風險評估基礎上，將公眾風險感知納入正規衛

生防控政策制定機制之內，並且成立小組以集

合學者以社會科學方法有系統地搜集公眾風險

感知的數據作為決策理據之一，這樣令衛生防

控政策制定機制更全面，將科學和社會數據一

并考慮，政策較容易獲得廣泛接納，令政策推

行更加暢順。

如何改善衛生防控政策制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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